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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逆志”説與中國古代解釋論
蔡宗齊著　 陳婧譯①
　 　 【摘　 要】“以意逆志”四字爲孟子解《詩》時提出，近千年以
來爲各派批評家所推重。爲何孟子“以意逆志”一語會被這麽多
批評家認同？本文提出，“以意逆志”之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
準”，與古代漢語作爲不帶情態標記語言而具有豐富的模糊空間
有著很大關係。歷代以來，中國傳統批評家不斷地挖掘利用“以
意逆志”中“意”、“逆”、“志”三字之語義以及四字之間句法的模
糊性，以求重新闡發孟子的論斷，進而爲各自的解釋説找到理論
根據。因此，通過討論各家對孟子“以意逆志”一語的重新闡發，
本文展示出從先秦到清代各種解釋方法的獨特特徵，同時，本文
亦發現這些理論潛在的互相聯繫，進而揭示中國整個解釋傳統作
爲整體的動態統一。
【關鍵詞】中國文學解釋論　 孟子解詩説　 《毛詩序》　 朱子
解詩説　 歷代的《詩經》解釋
一、導　 　 言
“以意逆志”四字最初被孟子用以討論如何理解《詩經》。隨後近千年，
①本文部分文字沿用了作者其他文章的内容。部分譯文由金濤先生翻譯，在此表示感謝。
各個不同的文學批評流派都對此大爲推崇，稱其爲“盡説詩之道”①、“千古
談詩之妙詮”②、“説詩者之宗”③。由此可知，“以意逆志”在中國文學批評
史上影響極大，長久以來各家各派都奉其爲圭臬。然而西方文學批評史上
並没有類似的情況，一派所信奉的至理名言，於其他流派而言，往往只是攻
擊對象而已，絶少是共同遵循的宗旨。
爲何孟子“以意逆志”一語會被這麽多批評家認同？在筆者看來，“以
意逆志”之所以能“放諸四海而皆準”，大概與古代漢語作爲不帶情態標記
語言而具有豐富的模糊空間有著很大關係。第二個字“意”是多義字，可指
“概念、推測、象、文意”等；第三個字“逆”則被認爲是“主動追尋”或“被動
等待”；第四個字“志”常被釋爲道德意願或情感之傾向。同時，“以意逆
志”一語中没有物主代詞，此句法的模糊又進一步加强了語義的模糊。没
有物主代詞就無法斷定孟子所説的是誰之“意”、誰之“志”。歷代以來，中
國傳統批評家不斷地挖掘利用“以意逆志”中語義和句法的模糊性，藉以重
新闡發孟子的論斷，進而爲各自的解説找到理論根據。對他們來説，爲了
提升自己解説的地位，使之能在整個文論傳統中佔有一席之地，以孟子這
位儒家先哲的名言來論證自己的理論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因此，通過討論各家對孟子“以意逆志”一語的重新闡發，我們能看到
從先秦到清代各種解釋方法的獨特特徵；也能看到這些理論潛在的互相聯
繫，進而揭示中國整個解釋傳統動態的統一。以上就是本文致力達到的幾
個目標。
二、“以意逆志”與先秦賦詩、引詩：“通過
類比想像觀察賦詩人之志”
　 　 “以意逆志”很少和先秦時期“賦詩”、“引詩”這兩種重要的解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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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意逆志，孟子一言而盡説詩之道。”見王應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漢藝文志考證》，卷二，第 ６ 頁，
載《文淵閣四庫全書》册 ６７５。
“孟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談詩之妙詮也。”見胡應麟
（１５５１—１６０２）《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２ 頁。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説詩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則詩之本得，而其爲教也正矣。”
見愛新覺羅·弘曆（１７１１—１７９９）《御纂詩義折中·序》，第 １ 頁，載《文淵閣四庫全書》册 ８４。
連在一起討論。不過，由於“以意逆志”語義和句法的模糊性，孟子的這一
説法也能够用以描繪“賦詩”和“引詩”這兩種解釋活動的特徵。
讓我們首先來看看“賦詩”。“賦詩”主要表現爲外交場合中一方官員
之“賦”或獻演某詩或其章節，通常以樂相配，表演者擊節以和，或唱或誦①。
這樣的表演常常是有所意指而發，而獻演的對象亦常常有所意指而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所載七子爲趙孟賦詩事，即是一例。趙孟所受到的
款待是一場圍繞《詩經》演出的宫廷宴會；趙孟邀請七位作陪的卿大夫各自
“賦詩”。按趙孟的説法，這個請求有兩個目的：一是爲了讓七子可以完成
國君賦予他們歡迎來賓的任務，順便也表露一下對他這個客人的看法；二
是可以讓七子表達一下各自的志向。由這個請求引出七番賓主互動的賦
詩，七子一一賦詩，趙孟一一作答：
§ １
七 子 賦 詩 趙 孟 應 答
子展賦《草蟲》。 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鶉之賁賁》。 床笫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産賦《隰桑》。 武請受其卒章。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吾子之惠也。
印段賦《蟋蟀》。 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孫段賦《桑扈》。 “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②？
　 　 表中左欄顯示七人輪流賦詩。七人各自於心中檢視《詩經》，從中選取
最能表達他對趙孟觀感，並最能表達自己志向的一首詩或其中一個章節。
表中右欄，趙孟對七人賦詩一一作答：他一邊聆聽諸詩的表演，一邊細細品
味這些詩行，並判斷它們是否切合當時的情景———他密切關注著這些詩行
的弦外之音，試圖從中揣摩出各人對他的態度及各自的志向。
用賦詩這種婉轉的方式來進行賓主間的對答，其實是一場相當冒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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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關於音樂演奏、賦詩、舞蹈中含有儀式意義的排序，見陳致《説“夏”與“雅”：宗周禮樂形成與變
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９ 期，第 １—５４ 頁。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襄公二十七年》，載《十三經注疏》，卷二，第 １９９７ 頁。
遊戲。一方面，賦詩的委婉可以用來傳達一些不易直白表露的東西，又可
令聽者作出適宜的回應：引文中子展、子西、子産、子大叔、印段及公孫段等
六人巧妙地利用了這一形式，既不著痕迹地讚揚了他們的嘉賓，又宣示了
自己的志向，卻不顯得過分自大；而對於六人兼含讚揚與言志的精彩賦詩，
趙孟一則以示謙謝，一則以示推崇。但是另一方面，賦詩的不直接性又很
容易造成誤解，並導致嚴重的後果。如伯有所賦《鶉之賁賁》之詩句“人之
無良，我以爲君”，即被趙孟視爲對其君鄭伯的公然怨謗。伯有賦詩的用
意，是否果在謗君，已不得而知；他也許只是選詩不當而徒遭誤解而已，而
選詩不當的後果已經造成：他不僅當場遭到了趙孟的斥責，事後復遭其預
言不得善終：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
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①
這番預言，三年之後竟然一語成讖。
這七番賦詩中，無論是七子還是趙孟，他們都對所賦詩句的原意毫無
興趣，而是或揣摩如何選用詩句來表達訊息，或集中精神解讀所賦詩句要
傳達的意思。七子以類比想像表達各自之志，而客人亦以同樣的類比想像
來追尋賦詩人之志。借用孟子的四字論斷，七子類比賦詩的編碼過程可被
稱爲是“以意［臆］明志”，而客人的解碼過程可算是“以意逆志”實踐一例。
“引詩”在先秦典籍的記載中，數量多於賦詩②。引詩也是通過類比想
像運作的，下面一例出自《論語》，由此可見一斑：
§ ２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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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襄公二十七年》，載《十三經注疏》，第 １９９７ 頁。
見張素卿《左傳稱詩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６１—２８８ 頁。書中列《左傳》
中 ３６ 例賦詩及 １３９ 例引詩。又，董治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９４ 年版）列
出四種表格，比較《左傳》、《國語》中引詩、賦詩與歌詩之同異。其中後兩種表格（第 ３５—４５ 頁）
詳細標出此二書中每例引詩、賦詩、歌詩中之時間、人物及詩作之題目。
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①
與前舉之賦詩例相比較，引詩在類比想像的運作上有三處明顯不同。首
先，情境已從外交場合的公開表演變爲不含任何表演成分的私下對話。其
次，編碼和解碼的内容從賦詩人之寬泛之志變爲了引詩人在對話中所想闡
發的特定道德概念。故實際上的“志”已然等同於“意”，如許慎（５８—１４７）
所釋，“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②。第三，類比編碼和解碼並非通過
純粹的想像而完成。《詩經》中的詩句和類比意指之間的聯繫往往非常清
楚，子貢所引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被解爲是用來類比個人修養之追
求。比起賦詩，引詩陳述宣示，往往直取主題，夫子聞詩句而知雅意，故許
之“可與言詩已矣”，而其隨後所説的“告諸往而知來者”無疑是指類比推
斷。孔子顯然認爲，祇要並非過分想像，類比推斷是理解《詩經》的必要
條件。
如果説解釋的作用在於發掘作品自身的意義，則上文所描述的賦詩、
引詩就代表了一種誤釋，引詩不像賦詩那麽離題，然仍是誤釋。子展等七
人與趙孟對原詩的割裂幾乎到了生吞活剥的程度：他們將詩行抽離於原文
與歷史的背景，然後再將其轉化成自我類比式表達的媒體。這樣的作法顯
然没有逃過後世學者的注意，杜預（２２２—２８４）早就有“斷章取義”之評。當
然，“斷章取義”的貶義是在歷史中形成的；當它剛開始用來描述春秋時期
賦詩、引詩時，其主體意義還是中性的。
三、孟子“以意逆志”的復原式解釋法：“以讀者
所體會的文本之意尋繹詩人之志”
　 　 學者們評價孟子“以意逆志”論斷時，很少有人關注過其前代解釋傳統
對它的影響，而正是這一忽略影響了我們對其真正起源的認識。這一由
“意”到“志”的模式實際上源自賦詩與引詩的傳統，而絶非如學界所指，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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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論語引得》，載《哈佛燕京漢學索引》增補版 １６ 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重印本，第
１ ／ １５ 頁。
許慎《説文解字》，卷十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２１７ 頁。
屬孟子個人無所祖述的創造。“以意逆志”深植於早期賦詩與引詩傳統中，
即聽者均以己之“意”逆歌者或引文者之“志”。當然，如果孟子的“以意逆
志”只是在簡單重複賦詩與引詩的思路，則歷來對它獨創性的讚揚便失去
了依據。到底是什麽樣的天才靈感使得孟子將一個本來是很單純的、由賦
詩或引詩者之口到聽者之耳的解釋行爲，轉化成一個以讀者爲中心的解讀
原則呢？筆者認爲，這一神來之筆乃在於孟子在靜默閲讀的新語境下，對
“意”與“志”這兩個概念的全新解釋，如下文所示，對這兩個概念的全新解
釋是其復原式解釋理論的基礎。
我們不妨先來考察孟子是如何靈活解釋“意”字含義的。作爲動詞，
“意”通常指大腦形成形象概念之思維活動，即“臆想”；作爲名詞，則指辭、
句之主旨，即“辭意”；或指文之主旨，即“文意”。上文所示，賦詩和引詩體
現出對“臆想”的寬容，對“辭意”的重視及對“文意”的忽略。雖然孟子引
詩時，自己並不注重原本的“文意”，然而卻同時認爲忽略文意往往會導致
對《詩經》的誤讀。爲了讓學生咸丘蒙避免誤讀，爲了讓咸丘蒙明白如何根
據文意解釋詩作，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一説：
§ ３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①
這段引文將“意”的兩種名詞意義置於鮮明的對比之下：一種是咸丘蒙所
見之辭句字面之意，另一種是孟子所强調的全篇之文意。咸丘蒙解讀《北
山》詩句時，脱離整體之詩文，只見其表面之句意，遂有《北山》認定天下百
姓均爲舜之臣民，雖舜父瞽叟亦不能外之説。相對於咸丘蒙之執著於孤立
辭意，孟子則著眼於全體之詩文。兼采《北山》及諸詩之意，孟子認爲咸丘
蒙之解讀爲誤讀，即《北山》中“莫非王臣”一句是一種誇張的修辭手段，是
百姓被迫承擔勞役時，所發的怨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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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引得》，載《哈佛燕京漢學索引》增補版 １７ 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重印本，第
３５ ／ ５Ａ ／ ４ 頁。
咸丘蒙的解讀方式可稱爲“斷詩取意”。不過，與那些“斷章取義”的賦
詩者或引詩者不同，咸丘蒙的讀詩未能爲所“斷”之詩句提供一個新的語
境，以使孤立的詩句在人際交流中重新獲得連貫、完整的意義。在賦詩與
引詩中，詩句脱離語境（所謂“斷章”）之後，總是會被置於一個新的語境，即
社交場合人際應對的語境之中去。雖然脱離本有語境會導致“文意”（即詩
原本之總體意義）的喪失，語境再造卻能够利用“斷章”之詩句與即時社交
場景的某種可比性，使其契合於新的語境，從而獲得新的意義———此未必
不是失之東籬，收之桑榆也。由於這類“斷章”的詩句依賴於語境的再造，
其原來文本的“文意”已無關緊要。
不過，在讀詩這一解讀行爲中，讀詩者並不具備那種賓主之間的互動
來爲“斷章”的詩句再造語境，故讀詩者無論解讀詩的哪一部分，均須將其
置於該詩之整體之中，否則就可能嚴重地歪曲它的原意。咸丘蒙即是一個
典型事例：如果不是忽視了詩文全體這一語境，他不至於徑取其表面意義，
而將本來的民怨宣洩錯解成天子威勢的描繪。
孟子非常清楚，咸丘蒙錯解《北山》詩句的根源乃在於其對“斷章取義”
這種解釋方式的濫用，所以他在文中發出兩個重要的告誡：
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由上下文來看，此中之“辭”，並非指單一的字或詞，而是指詩中“斷章”出來
的“句”，即如咸丘蒙所引之“王臣”句。孟子隨後説的話，亦表明其所言之
“辭”，其實是“句”：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①
换言之，孟子告誡《詩經》的讀者要構建全體之“文意”（即“以意”），而非孤
立之“辭意”（即“以辭而已”或以“斷章”），來作爲解讀詩歌的語境。這一
告誡充分表明孟子的閲讀觀綜合了“意”的動詞與名詞意義，即，對孟子而
言，讀詩的過程，既有讀者主觀的探索（“意”之動詞義），亦有文本客觀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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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意”之名詞義），只有兩者完全的動態結合，只有這樣的文本理解，纔能
促成“逆志”。
孟子對“志”的重新界定與其對“意”的改造如出一轍。正如其以整體
之“文意”取代孤立之“辭意”作爲解釋的途經一樣，孟子以《詩經》中古代
詩人之志，而非後代賦詩、引詩者之志，來作爲解釋詩的旨歸。以對意、志
這兩個概念所作的根本改造爲基礎，“以意逆志”的過程亦在其本質上發生
了深刻的變化：在賦詩與引詩中，“以意逆志”代表了一個再創造的解釋
過程，即詩句脱離其原有文本及歷史背景，置身於一個現場表演或對話的
語境中，並通過這些詩句與新語境的對應，間接地表達賦詩者與引詩者的
志向。與此相反，讀詩行爲中的“以意逆志”則本質上是一個恢復原本語
境的、復原式的解釋過程。在靜默閲讀的歷史背景之下，這一過程關注詩
篇的整體意義，而非孤立的詩句，並將詩篇視爲原作者之“志”全面的
表述。
不過，試圖以純文字之意逆作者之志，其困難遠非賦詩與引詩可比，因
爲所逆者古人之志也，而相隔百年，又没有賦詩、引詩時對面之人可以以口
頭語言或身體語言時時糾正解讀中的錯誤。針對復原式解釋的這一内在
困難，孟子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盡可能多了解原作者的生平與其生活世界，
從而減少讀詩者與作者之間的時空距離：
§ ４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
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是尚友也。”①
這段言論，以“知人論世”這一言簡意賅的形式流傳至今。對孟子而
言，只有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生活世界，逆作者之志或與作者的精神交流
纔成爲可能。不過，儘管孟子提出的復原式解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與可行
性，他本人卻甚少採用。他的理論似乎與他的實踐脱節，因爲他讀詩並不
太著眼於詩的本身，在多數時候似乎更熱衷於引詩這一作法，摘引孤立的
詩句，以表達自己的、而非詩人的觀點。直到宋代，孟子的這種復原式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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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纔得以廣泛接受。
四、“以意逆志”與漢唐類比式解釋法：
“以碎片式的類比臆想詩人之志”
　 　 《詩經》在先秦時期主要是賦詩、引詩等類比表達的語料，而到了漢代，
《詩經》則成爲經師們加以解讀的對象。這一轉變可見於漢代出現的四種
《詩經》版本，即魯、齊、韓、毛四家，四家各有獨到之處，且均伴有若干詳盡
細密之注疏。四家均有序，其中唯獨《毛詩序》流傳至今；其作者不詳，或爲
毛亨、毛萇或另一個漢代早期人物；《毛詩序》含大、小二序：大者爲第一首
的長序，也是《詩經》總序，小者爲其餘各詩之分序①。
四家均被認爲應用了孟子的“以意逆志”解詩法，均是通過文本理解尋
詩人之志。王國維（１８７７—１９２７）曾指出：“漢人傳詩，皆用此法，故四家詩
皆有序。”②不過這裏對漢代詩經解釋傳統的闡述並不完全正確，下文對《毛
詩序》如何評注《國風·周南》的分析很明顯地展現了這一點。如下文所
示，《毛詩序》受益於孟子解詩法的同時，亦在同樣程度上偏離了孟子解
詩法。
一如孟子所建議的，《毛詩序》努力尋找已爲大家公認的詩篇本意。爲
此，作者採用了“知人”和“論世”這兩個被孟子視爲解釋中的關鍵的措施。
他這樣論《周南》：“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③《毛詩序》將文王治地定爲“周南”之區，從而爲挖掘這
十一首詩的社會政治寓意定下了基調。《毛詩序》認爲，由於這些詩作於文
王之世，它們體現文王之德，並表現出“王者之風”，“化自北而南也”。换言
之，與孟子所説一樣，了解詩成之“時”與“世”，就能有效地窺測詩歌的道德
意義。
相較於上述之“論世”而言，“知人”難度更大。《詩經》所收多爲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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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毛詩序》作者問題自古即爲懸案。有以孔門弟子子夏爲原作者，又經漢代毛氏增益者；亦有歸
之於東漢衛宏者。諸説見清代永瑢等所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卷一
五，册一，第 １１９ 頁。
王國維《玉谿生詩年譜會箋序》，《王國維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０２ 頁。
孔穎達《毛詩正義》，載《十三經注疏》，第 ２７２ 頁。
氏的作品，很難考證作者的生平；但是詩必須有一個作者，纔能爲復原式解
釋提供一個必要的歷史背景。在《頌》與《大雅》中，這樣一個作者的替代人
不難找到，亦有其可信度，因爲其中心人物總是一個歷史的或傳説中的人。
《國風》則不然：這類詩通常不牽涉歷史人物，故不輕易與歷史事件或歷史
人物發生聯繫，因而也就不易找到替代人。當然，這並不影響《毛詩序》爲
諸詩尋找作者替代人的努力，而在實在找不到的時候，注釋者就索性創造
這樣一個人物。
§ ５
題 目 主　 　 題 具 體 評 注
毛詩其一 關雎 后妃之德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毛詩其二 葛覃 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母家
，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毛詩其三 卷耳 后妃之志也。 又當輔佐君子
，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毛詩其四 樛木 后妃逮下也。 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毛詩其五 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也。 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毛詩其六 桃夭 后妃之所致也。 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毛詩其七 兔罝 后妃之化也。 《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毛詩其八 芣苡 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①。
　 　 以上對“周南”中初八首詩的評注，均集中在“后妃”這一婦女典範的形
象上，而這一由注釋者創造出來的形象，正是《毛詩序》解釋的基礎。
《毛詩序》的評注有其統一的形式。上表所示，評注總是先列舉詩名，
然後標出后妃形象的某一側面，並將其定格爲該詩的主題。第一與第四兩
首言后妃之事文王，第二首言后妃之本，或其婦道，第三首言后妃之待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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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第五首言后妃之子孫衆多，第六首言后妃之正夫婦關係，第七首言后妃
之化百官，第八首言后妃之和睦家庭。每首主題介紹完之後，接著是用詩
中某一細節或物象加以印證，進一步贊頌后妃的德行。
從對這八首詩的評注來看，《毛詩序》其實並未嚴格遵守孟子的復原式
解釋原則，儘管它也試圖“知人論世”，也談論《詩經》的起源與詩作者的意
圖。如上所述，孟子的復原式解釋總體上是一種用歸納的方法發現作品意
義的過程，即讀者在解讀一首詩的過程中，檢討其“文意”或本有之意，以期
揭示藴涵於其中的作者的意圖。與此相反，《毛詩序》的解讀實質上是一種
用演繹的方法爲作品賦予意義的過程，即注釋者通常在解釋一詩之初，從
某種倫理的或社會政治的角度預設作品的主題，然後再以詩中情節的發展
來解釋和證明這一預設。這樣就不難理解何以《毛詩序》常常會故意忽略
某些詩中非常明顯的本意，而硬削其足以適預設主題之履了。
《毛詩序》對《關雎》的評注是此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從字面來看，這首
詩本來祇是一首關於貴族青年思慕美麗女子的情詩，然而在《毛詩序》中，
説话主人公变成了后妃，一首普通的愛情詩被轉化成一篇比喻后妃求賢的
作品①。這一諷喻式的解讀手法亦見諸其對《卷耳》一詩的評注。《葛覃》
本來描述了新婚女子期待歸省父母的激動心情；但是《毛詩序》將女主角處
理成作爲婦女楷模的后妃，從而將該詩轉化爲對女子德行的贊頌。《樛木》
和《螽斯》二詩没有主人公，但是《毛詩序》利用詩歌主要意象的比喻功能，
成功地將二詩與后妃聯繫起來。如《樛木》本來祇是祈禱財福，但是在《毛
詩序》作者筆下，詩中樹枝垂地的物象竟成爲贊美后妃的比喻：樹枝之低垂
一如后妃之紆尊於百姓也！同樣，《桃夭》、《兔罝》、《芣苡》三詩只是描述
了家庭或社區中的活動，與后妃幾乎談不上什麽關係，但是在《毛詩序》的
解讀中，這些歡樂的場面卻表現了生活在后妃教化下的人民歡欣幸福的
生活。
品讀《毛詩》諸序，我們禁不住贊歎作者在化普通民歌爲后妃贊歌時所
表現出的嫻熟技巧，同時也禁不住要指出：諸詩中歷史人物無一不是注釋
者想像的産物，而后妃之爲諸詩主角，純粹出自作序人之想像，亦應爲不爭
之事實。八首詩中找不出任何與后妃相關的文字，作序人也没有提供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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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佐證的史料，卻帶著似乎已是衆所周知的態度，徑直視后妃爲諸詩的
中心人物，並以此爲基礎對《詩經》進行評注。
這樣，本來被孟子用來防止任意解讀的歷史性，卻被《毛詩序》當作一
件順手的工具，用來包裝其對詩歌主題不加節制、完全主觀的篡改。作序
人以想像中的歷史性替换掉孟子“知人論世”一語中至爲神聖的歷史性。
單就這一點來看，《毛詩序》之所謂重歷史性，其實祇是對孟式解釋的一種
效顰之舉而已。筆者認爲，《毛詩序》至多也不過是“賦詩”解釋的一個變
種；與賦詩者一樣，注釋者根本不在乎一詩之本意，在毫無依據地篡改文意
時亦絲毫不覺手軟；賦詩者或僅僅是“斷章取義”，《毛詩序》則乾脆另起爐
灶，將一首細膩婉轉的抒情詩硬生生改造成一篇空洞無物、了無情趣的道
德説教。
簡而論之，《毛詩序》代表了另一種“以意逆志”：“以碎片式的類比閲
讀臆想詩人之志。”其間的類比法很大程度上是賦詩類比法和孟子復原式
解釋法的混合體。這一方法對後世的解釋理論和方法影響深遠，這一方法
幾乎爲所有漢代至唐代的《詩經》評注者所採用，其中最爲著名的有《毛傳》
之作者、《鄭箋》作者漢代鄭玄（１２７—２００）、正義作者唐代孔穎達（５７４—
６４８）。不過，即使這些《毛詩》的再注者批評《毛詩傳》在歷史人物和事件
上亂點鴛鴦譜的錯誤，他們仍然幾乎將所有才華和精力都用以詳細闡述
《毛詩序》過分牽强的類比解釋，從而力圖使之合情合理。
不論後世的態度是揚是抑，亦不論其影響是益是害，《毛詩序》自由任
意的解釋風格對《詩經》研究本身，以及大而言之的詩歌研究，均産生了自
由化的影響。在它所建立的模式中，主人公可以被解讀爲某一特定的歷史
人物，詩的内容可以被解讀爲這一人物德行的表現，而在這樣的解讀過程
中，一首普通的詩歌被輕而易舉地賦予了道德的寓意。可以説，《毛詩序》
的出現，開創了中國文學評論史上利用假想的歷史性來進行諷喻式解釋的
先河。
五、“以意逆志”與宋代復原式解釋法：
“以深度文本涵詠迎詩人之志”
　 　 《毛詩序》、《毛傳》、鄭玄、孔穎達等的類比解釋法佔據統治地位近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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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過，到了宋代，這一方法失去了之前壓倒一切的影響力。宋代理學
家們開始毫不留情地攻擊他們的“斷章取義”，認爲他們爲了建構自己所
想要的意思而割斷詩篇。在攻擊漢唐類比解釋法及其支持者之時，宋代
理學家們也不斷援引孟子的“以意逆志”，以之作爲正確理解文本的宗旨
指南。
北宋歐陽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是最早反對《毛詩序》、《鄭箋》爲代表的漢
唐類比解釋法的學者之一。其《詩本義》細讀《詩經》，展示了毛、鄭如何對
詩作本身的意思視而不見，任意將詩中意象、字詞、詩句割裂出來，賦以類
比意義，從而誤讀了每篇詩作。他這樣寫道：
§ ６　 《鄭箋》不詳詩之首卒，隨文爲解，至有一章之内，每句别爲
一説，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旨歸”矣。……且詩之比
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
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①
歐陽修對割裂式類比閲讀的鞭撻，無疑催化了對閲讀藝術與方法興趣的
迅速滋長。在尋找閲讀儒家經典正確方法的過程中，大部分宋代理學家
轉而求助於孟子的復原式方法。他們往往將孟子的“以意逆志”擡上神
壇，作爲正確理解文本的試金石。即使在肯定《詩序》的吕祖謙
（１１３７—１１８１）著作中，我們也可看到對孟子的贊許：
§ ７　 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
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説。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
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
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②
這段文字中有三段引言與閲讀方法有關。首先引用程頤之言爲孟子
“不以文害辭”提供了全新的注解。他將“文”解作單個字，“辭”解作句子，
並認爲“詩爲解一字不行”，而需要在整首詩的語境下理解單個字。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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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歐陽修《詩本義》，卷七，《四部叢刊》三編，册 １４，第 １ 頁。
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册 ７３。
字之文面意思和整首詩的意思不符，他認爲讀者須改變此字字意來符合詩
歌的語境之意，而不是反過來改變整首詩的意思來遷就單個字。所引《大
雅·文王》“有周不顯”一句中，“不”和整首詩讚頌周王之意相互衝突，所
以他認爲“不”解作“甚”似乎更爲恰當①。
這段文字的第二段引言認爲孟子“以意逆志”是讀《詩經》的最佳方法，
這裏的“張”疑指張載（１０２０—１０７７）。不過，其後的第三段引言卻被不少後
人認作並非張載之言，而是程頤所説。這一段再次詳盡闡述了文本理解中
語境的至關重要，正和上文所引的歐陽修之言（§ ６）互相照應。這裏需要
一提的是，程氏和吕氏强調上下文意的重要性，主要是解釋爲何《毛傳》“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中“不顯”、“不時”解爲“顯”、“時”。相反，歐陽修反復
强調不可執著於孤立的類比意象而忽略了“文勢上下意”，旨在對《毛序》以
及整個漢唐《詩》學傳統展開全面的批判。
在宋代林林總總關於閲讀的闡述中，没有一種可以及得上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對孟子“以意逆志”説的理論反思，因其觀點極爲重要，對後
世影響力也極大：
§ ８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
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
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
也。”……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譬如有
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
不可。”②
朱熹在這裏詳細説明了時人所接受的漢唐類比式解詩法與他的解詩
方法之别。他認爲他們之間的區别可簡要概括爲二家對讀者之“意”和作
者之“志”之間關係的把握。對接受漢唐類比式解詩法的時人來説，“以意
逆志”中的讀者之意和作者之志之間是主人和奴僕的關係，因此，他們可以
像主人凌駕於奴僕之上一樣，不顧作者之志，傲慢至極地把自己之意加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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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見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五，載
《文淵閣四庫全書》册 ７３。
朱熹《朱子語類》，卷五八，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８ 年版，册 ４，第 １３５９ 頁。
於文本。而對朱熹來説，讀者之意是一位謙遜的主人，正在迎接作者之志
這位尊貴的客人，故讀者須謙遜地等待，“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從而迎
來作者之志。很明顯，在這段主客比喻中，“等”用來比喻深入且長久的涵
詠文本之行爲。在朱熹看來，他的解詩方法和其他人的不同也可概括爲對
“以意逆志”中第三個字“逆”的不同解讀。其他人認爲“逆”是傲慢地“捉”
作者之志，而朱熹則將“逆”解爲謙遜地“迎”作者之志。
朱熹不僅把孟子“以意逆志”一説理論化，而且也在《詩集傳》中將這一
方法運用到重讀《詩》三百篇的過程中。《詩集傳》體現出孟子之後，復原式
解釋方法用在具體詩篇分析上的真正例證，而此時距離孟子時代已相隔甚
遠。朱子對《詩經》的復原式（再）解釋，因其在方法論上的創新和一個令人
震驚的發現而廣爲人知。
朱氏讀詩方法有兩大創新，一是對文本每個部分都加以分量相當的評
論，二是給每首詩各章都加上賦、比、興的標注。歐陽修大力批評毛序、鄭
箋忽略了上下文的整體意思（見 § ６），朱熹則提供了如何糾正這一錯誤的
例證。朱熹的評論均衡地散見於一首詩的各個部分，清楚明白地引導著讀
者對詩篇的所有部分都加以均等重視，繼而使讀者得出考慮到上下文的，
較爲恰當的詩作之意。不僅如此，毛、鄭往往僅僅看重獨立割裂的比興意
象，朱熹則把賦、比、興及其變體等種種概念繫於詩作的所有部分。這樣的
標注方法似乎就是意欲提醒讀者，不管漢唐經學家們對比興意象賦予多麽
豐富的類比含義，這些意象仍然還是要與其他部分所使用的賦、比、興連在
一起考慮，這就與歐陽修的觀點類似（見 § ６）。因此，通過採用以上兩個全
新的解釋方法，朱熹得以有效地引導讀者閲讀文本本身，引導讀者疏通詩
篇全文的字面意思。這種深入沉浸於文本的涵詠閲讀導致了一個令人震
驚的發現：大部分詩篇，包括那些漢唐經學家們認爲具有崇高道德意義的
詩，都顯然成了熱情奔放的愛情詩。朱熹及任何尊重文本的人都無法填補
文本的字面意思和前人聲稱的道德類比之間的鴻溝。所以，朱熹無奈之
中，只能將這些詩當做是“淫奔”之詩，並認爲孔子删詩時留下這些詩似乎
是爲了提醒讀者留心這些負面例子。
朱熹對孟子“以意逆志”一説的理論化及其在《詩集傳》中對復原式解
釋法的創新運用，爲中國文學解釋理論的發展帶來了革新。千年以來佔統
治地位的碎片式類比解釋法得以動摇，朱熹的復原式解釋法從而開始了從
南宋一直到明代中期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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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意逆志”與元明清詩篇類比解釋法：
“以整體類比閲讀逆詩人之志”
　 　 當朱熹《詩集傳》逐漸成爲經典佔據主流地位之時，《毛詩序》與整個漢
唐解《詩》傳統逐漸失去了他們長久以來的影響力。雖然如此，他們並没有
退出歷史舞臺。其實，朱子以後不久，一些學者就開始爲《毛詩序》作有力
的辯護，並强烈反對《詩集傳》。宋末元初的馬端臨（１２５４—１３２３）就是較早
崇毛貶朱的學者之一。他在以下文字中説明了爲何會摒棄朱子的解詩法，
轉而重新接受《毛詩序》對詩作的解讀：
§ ９　 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
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説，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
所以説《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説之不繆，而文公之説多可疑
也。……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
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
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
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
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欲燕私之事耳。……蓋知詩人之意者
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
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
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
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①
這裏，馬端臨巧妙地將朱熹的觀點轉過來攻擊朱熹自己。如前文所
示，朱熹和其他宋代思想家認爲毛序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沉迷於對孤立意
象和語句的考證，故未能在詩作上下文的語境中尋詩作本意。而這裏馬氏
則認爲朱熹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認爲朱熹因沉迷於文本本身，没有在文本
之外更爲寬泛的類比框架下確定真正的“作者之志”，因此馬氏認爲朱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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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５４０—１５４１ 頁。
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朱熹批評毛序對文本生吞活剥，解詩無法自圓其
説，馬氏則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過來質疑朱子之法。因此，馬氏從
而認爲毛序所探討的文外意比起朱熹所追尋的文内意而言，是更高層面的
追求。
文外意超越文内意這一觀點中多少藴涵著道家的語言觀。不過即使
馬端臨受到老莊的影響，然而他在論證過程中没有顯示出任何道家的影響
的痕迹，而是引儒家聖賢之言進行論述。通過引用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思無邪”的觀點，馬端臨首先反對朱子宣稱的“淫奔”之詩的存在；然後，
同朱子一樣，他引孟子“以意逆志”一説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孟子討論“以
意逆志”時强調了兩種嚴重的錯誤：“以文害辭”和“以辭害志”。歐陽修批
評毛序犯了第一種錯誤，而馬端臨則批評朱熹犯了第二種錯誤。馬氏認爲
淫奔之詩是“辭”，而文本背後的道德類比是“志”。所以朱熹的“淫詩”一
説其實只是因“以辭害志”而造成的錯誤。最後，馬氏認爲這些詩“決非淫
泆之人所自賦也”，而祇是儒家道德思想的類比表達。《毛詩序》將情詩加
以道德隱喻，在這裏馬氏則完成了他對《毛詩序》之辯護。
馬端臨比較《詩集傳》與《毛詩序》的方法爲後來諸多明清學者捍衛毛
序貶低朱熹時提供了論證思路。跟馬氏類似，這些學者也希望通過降低文
本的重要性使得朱子對《毛詩序》的批評顯得無關緊要，這樣就可以將朱熹
的文本閲讀法降低到僅僅是爲了崇高道德隱喻所做的準備工作而已。很
多明清學者按照馬的思路重叙馬端臨的觀點，不過，有的則致力於提出自
己的觀點。比如，郝敬（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就在《孟子説詩解》中提出了自己的原
創論點，他認爲毛序探尋文外意的行爲其實是無法避免的：
§ １０　 孟子曰：“説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朱子
謂：“以意逆志，將自家意思前去迎候詩人之志。至否、遲速不敢自必，
而聽于彼，庶乎得之。不然則涉干穿鑿，未免郢書燕説之誚。”①按此説
似是而非，欲自得而反傷巧。可以讀他書、不可以説《詩》。自謂得解，
而實與孟子背。所以詆《詩序》爲贗者，正以辭害志蔽之也。蓋《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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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問：爲學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著這心去順那事，理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
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見朱熹《朱子五經語類》，載《文淵閣四庫
全書》，册 １９３。
與他經異，説《詩》與説他經殊。他經辭志吻合，《詩》辭往往不似志。
他經不得志，執辭可會。《詩》必先得其志，然後可諷其辭。①
這裏，郝敬認爲毛序對文外意之類比解讀法並非是可有可無的選項，
而是極度必要的，他認爲這很大程度上是由詩本身的特質決定的。詩，尤
其《詩經》，有著“温柔敦厚”的本質，故必重視隱約婉曲的表達，故“詩辭往
往不似志”，所以郝敬認爲在文本中尋作者之志反而是有悖常理甚而徒勞
的。對他來説，朱熹及其追隨者所提倡的文本分析對散文也許有效，但對
詩則並不適用。
其實，馬端臨以及郝敬等其他明清學者爲《毛詩序》的辯護，反而標誌
了和毛序截然不同的另一種類比解釋法的出現。這種方法是整體解讀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而不是毛詩的碎片式解讀。和《毛詩序》中對文本生吞活
剥，僅僅看重某些割裂的獨立部分的作法不同，他們更傾向於考慮文本的
整體性，將全篇詩作當作是表達作者之志的類比工具。
七、“以意逆志”與晚明及清代的詮釋學解詩法：
跨越文内意與文外意、作者與讀者的界限
　 　 到了晚明，很多批評家已對長久以來崇毛派和崇朱派兩大陣營之間的
互相指斥産生厭倦，開始不再以孟子“以意逆志”法作爲評價解釋方法的最
終準則了。爲了討論解釋方法，尤其是解《詩》方法，他們又回到先秦之賦
詩、引詩，試圖在其基礎上建立起更爲寬泛，更有包容性的解釋範式。我們
可以從鍾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詩歸序》中看到這一新趨勢：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説《詩》者。不必皆有
當於《詩》，而皆可以説《詩》。其皆可以説《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於
《詩》之中。非説《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
以明之？……今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
《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事、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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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郝敬《孟子説詩解》，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９７ 年版，册 ５３，第 ６９ 頁。
本義，絶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
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
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説《詩》者盈天下，達於
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
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①
之前對解釋論的討論中，學者們要麽完全忽略賦詩、引詩，要麽在批評
漢唐學者“斷章取義”時用稍帶貶義的語氣提及賦詩、引詩。然而，這裏鍾
惺大膽地將賦詩、引詩擡高到和孟子“以意逆志”論並舉的地位。他引用了
“賦詩、引詩、傳詩”裏一直存在的“斷章取義”，强調從《詩》中斷章取義往
往是爲了傳達與原文毫無關係的意思。然而，當用《詩》者重新創造出這種
全新的文外意的時候，鍾惺注意到文外意最終看起來和文本的原意仍然相
關。鍾惺認爲，文本本身和文本外要素不斷動態互動互生過程因“斷章取
義”而成爲可能，這種互動過程反過來又使得《詩》成爲“活物”，即無論何
時何地，“皆可以説《詩》”。基於此，鍾惺認爲可對《詩》加以恰當的重新定
義：“夫詩，取斷章者也。”
鍾惺的這一全新解釋方法帶有現代批評理論所稱的“詮釋學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的諸多明顯特徵，如他對解釋之自由度的强調；又如他認
爲任何解釋都合理；再如他認爲文内意（部分）和文外意（整體）的互動過程
中有著開放式的互相轉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鍾惺相信文本賴以生存
的方式恰恰在於解釋過程中對意思的不斷重新創造。
不過，真正意義上的“詮釋學”需要反對任何權威對文本的解讀。顯
然，竟陵派的鍾惺、譚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１）等人都没有做到這一點。儘管他
們認可對《詩》的諸多不同解釋都同樣合理，然而他們依然認爲作者具有最
高的權威，他們因此不斷要求今之讀者能與古之作者精神相通：“庶幾見吾
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
焉，如是而已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内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
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②
將作者拖下神壇的任務則留給了清初的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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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９１—３９２ 頁。
鍾惺《詩歸序》，載《隱秀軒集》，第 ２３５—２３６ 頁。
鍾、譚二人，王夫之認爲閲讀不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的行爲，
而是正如原始創作一樣毫無保留的，充滿想像力的創作過程。他這樣解釋
孔子對《詩》的評價：
§ １１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辨漢、魏、
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
“以”而皆“可”也……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於四情之中，情無
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
晏朝，而即爲冰鑒。“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
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①
這段文字中王夫之已經將讀者提高到可與作者相提並論的地位上。他强
調：“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各以其情而自得”的過程從
根本上來講，與原始創作毫無軒輊。與作者相同，讀者一樣地在作品中傾
注了自己的全部的情感，而這種傾注也一樣地是毫無保留的和充滿想像力
的。爲了證實這種情感投注理論，王夫之寫道：“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
其情遇。”
孔子“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評語中，主語“詩”一般認
爲指《詩經》，因此這一論斷可看成是對《詩經》四種功用的概括。然而，從
王夫之這段文字的上下文和所給出的兩個例證來看，王夫之將“詩”一字解
作是單篇的詩作。因偷换主語，王夫之將孔子所言變成了對讀者讀《詩》反
應的描繪。按照王夫之對孔子所言的全新讀法，他將“興、觀、群、怨”重新
定義爲讀者閲讀具體詩所可能體驗到的“四情”。同樣，他也將“可以”二字
看作是指每一首詩均能在讀者身上同時引發四種不同的情感（即“興、觀、
群、怨”）。從這種新的角度來看，“可以”二字遂成爲理解“興、觀、群、怨”
的關鍵，令此四字的意義互爲注解，相互融合。在另一處討論這種藝術境
界時，王夫之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他對“可以”二字的論述，進而指出這樣的
藝術境界只有在中國詩歌的精華處纔偶有一見：
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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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詩繹》，載《船山遺書》，北京：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卷八，第 ４６１３ 頁。
《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
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
髣彿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
可者。①！
這種藝術境界的理論與當代美學中的詩歌複義理論頗相仿佛。
如果説復原式解釋法表現出一種由讀者到作者的綫性過程，則王夫之
的闡釋模式於多方面展現了循環式的過程。首先，作者與讀者的角色替换
就具有某種循環的特徵。隨著本來是處於從屬地位的讀者佔據了作者的
位置，作者則從其原先主導地位上被拉下來，雖然他仍然是一個製造了作
品意義的人，但是隨著他的讀者逐漸增多，而每一個讀者又都爲作品增添
了新的意義，他最終淪爲創造其作品意義的衆多成員中的一分子。王夫之
將“興、觀、群、怨”四種功能的關係理解爲共生並起、交互影響，這一作法也
顯示了他的闡釋方式之非綫性特徵。
八、理論反思：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與傳統批評術語的模糊性
　 　 從這裏對以上六種中國文學批評中主要解釋方法的討論中，我們可見
到中國解釋傳統動態發展的模式與過程，這一過程由兩股基本力量推動發
展。這兩股推力即再創作（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與復原（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兩種趨勢。
再創作的趨勢産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要將《詩》從文本中解放出
來，使之成爲社會政治生活中人際交往的重要工具，正如賦詩、引詩的實踐
所示。二是要打破根深蒂固的文學接受傳統，使《詩》日久彌新，演繹出無
窮無盡的意義和美感，就像鍾惺和王夫之孜孜不倦所追求的那樣。再創作
的解釋主要是用類比想像去尋求文外之意，不管它是道德隱喻還是審美的
意境。與之相較，復原趨勢則産生於讀者因社會、政治或審美的原因希冀
能進入古之作者的内心世界，與他們神交情融。根本上説，復原的解釋主
要是通過吟誦涵詠或細讀分析來探尋文本本身之意。再創作和復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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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編》，載《船山遺書》，卷八，第 ４６２０ 頁。
兩大趨勢的區别，恰如其分地折射於對“以意逆志”中“意”的不同解釋之
中。意可解作“臆想”或作“文意”，前者是再創作解釋的標記，而後者則是
復原解釋所關注的對象。
在中國解釋傳統的發展過程中，這兩種趨勢此起彼伏，相互影響，並不
斷改變對方。漢唐時期再創作趨勢尤盛，導致了碎片式類比解詩法佔據了
絶對地位。宋、元、明時期則見證了另一股力量———復原解釋法的興起。
而自晚明到清代，這兩種傾向則看起來達到了相對平衡，而類比方法、復原
式解詩法、結構分析法、詮釋學方法等不同解釋方法又應運而生，呈現出一
派繁榮景象。
清代有些批評家也注意到了這兩種解釋傾向的不同，並且嘗試將中國
解釋傳統二分。方玉潤（１８１１—１８８３）就是一例。他將賦詩、引詩、學詩列
爲“斷章取義”一派，而釋詩則是“務探詩人意旨”的另一派①。魏源
（１７９４—１８５７）構擬出相似的二分法，根據再創與復原的傾向區分出兩大陣
營。他將賦詩、引詩等同於對“興”的想像使用，並認爲這一陣營“爲詞賦之
祖”。同時，他也像方玉潤一樣，他將説詩看做是“以意逆志”的復原式的解
釋，並將其看作是後世“傳注”興起之源②。
在結束本文之際，讓我們再次反思傳統批評術語的模糊性。“以意逆
志”這一論斷是術語模糊性的典型例證：任何人都無法對這一論斷加以明
確的定義或找到普適的英譯。正因爲如此，筆者在每一節的標題中按照
“以意逆志”在具體歷史時期運用的情況不斷對其重新定義。中國文學批
評中術語的模糊性長久以來被現代學者貶斥，被認爲反映出中國文學批評
是籠統含糊、不盡精確、難以理出條理的。然而這絶不是事實。只要批評
家願意耐心地將中國批評術語的使用放在具體歷史情境下加以考察，必然
會發現，術語的模糊性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長處所在。“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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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５１ 頁）：“《詩》多言外意，有會心者即此悟
彼，無不可以貫通。然唯觀《詩》、學《詩》、引《詩》乃可，若執此以釋《詩》，則又誤矣。蓋觀
《詩》、學《詩》、引《詩》，皆斷章以取義；而釋《詩》，則務探詩人意旨也，豈可一概論哉？”
魏源《詩古微》（載《魏源全集》册 １，長沙：岳麓書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１２—２１３ 頁）：“自國史諷
《詩》述志，於是列國大夫有賦《詩》之事；自夫子録《詩》正樂，於是齊、魯學者有説《詩》之學。
然説《詩》者旨因詩起，即旁通觸類，亦止依文引申，蓋詩爲主而義從之，所謂‘以意逆志’也。賦
《詩》與引《詩》者，詩因情及，雖取義微妙，亦止借詞證明，蓋以情爲主而詩從之，所謂興之所之
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暢，故其後爲傳注所自興；興之所至者，興近則不必拘所作之
人、所採之世，故其後爲詞賦之祖。”
逆志”説的歷史演變就足以説明，關鍵術語模糊多義，正爲歷代批評家提供
了相互對話、碰撞、競爭、推出各種新論説的寶貴空間。試問，如果“意”、
“逆”、“志”都有精確不變的含義，而“以意逆志”一句又像英文句子那樣明
確設定“意”和“志”的歸屬，那麽歷代批評家還能以孟子名言爲依托，發展
出如此豐富多樣的文學解釋理論嗎？同時，傳統批評術語的模糊性也爲現
代學者提供了一個研究文論史的獨特途徑：通過觀察具體重要術語、論斷
之演變，展現相關文學理論在不同歷史時期發展的真實態勢，同時又揭示
出各種不同論説矛盾統一的内在關係。這種微觀術語考證和宏觀理論思
維相結合的路徑在西方文論研究中是無法想像的。由此可見，術語的模糊
性給中國古典文論所帶來的實際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優勢，一種尚未被人認
識的優勢。
（作者單位：嶺南大學；譯者單位：伊利諾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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